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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霸權應對崛起強權的具體策略，是觀察美中兩強權力競爭的重要課

題。國際關係受到霸權權力衰落宿命論的影響，無視霸權是戮力科技創新

的國際層級結構產物。本文試圖從領導長周期論的視角，勾勒科技創新對

於霸權維繫其全球主導地位的重要性，提出霸權面對崛起強權科技創新追

趕挑戰的分析架構。本文解析冷戰時期美國回應蘇聯地緣戰略與日本科技

創新威脅的不同面貌，辨識美國為延緩中國科技創新追趕速度，在關鍵新

興尖端科技領域，所採取的出口管制、自強自固、阻絕圍堵與吸融匯濟等

四種策略，並分析美國所遭遇的挑戰與契機。本文發現，延宕中國科技創

新步伐的出口管制效果並不顯著，未來美國能否掌握科技創新網絡關鍵結

點，爭取盟邦協力，提振美國本土的科技創新成就，將是美國永續霸業的

重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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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壹、緒論

美國打壓中國的關鍵新興科技（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CETs）研發能量，強化美國自體尖端科技創新，構成近期美中權力競爭的重

要特徵。關鍵新興科技是決定國家物質權力成長，取得國際地位（status）肯

認的重要屬性（attribute）（Larson and Shevchenko 2019, 3）。美國與中國，

何者能在關鍵新興科技取得領先或是壟斷地位，不單涉及兩強的經濟實力與軍

事能力消長，更是左右兩強國際地位高下的關鍵。美國為何要對中國發動科技

戰？以及美國加速關鍵新興科技創新的內涵與特質，是理解美中權力競逐面

貌，探析霸權（hegemon）與崛起強權互動的重要課題。1

權力轉移論（Power Transition Theory）關注軍事暨經濟規模數量的分析

方法，難以解釋美國壓抑中國尖端科技發展潛力，拓展美國關鍵科技創新主導

優勢的現象。全球軍事數據突顯，美國仍凌駕中國主宰全球，但是中國國內生

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將接近美國80%的經濟數據警示，美

國將步入與中國發生霸權戰爭（hegemonic war）的悲劇（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44; Tammen et al., 2000, 6-7）。同一數據在不同學者的眼中，產出美中

互動趨向的歧異解讀；衰敗論者警示美國霸權衰落，反衰敗論者則強調美國

的優勢韌性（Thompson 2022, 101-126），各說各話的歧異觀點，成為吾人描

述、解釋暨預測美中權力競爭互動的分析障礙。

1 中文將英文的hegemon以及hegemony均翻譯為霸權一詞。不過hegemony是某國施展霸
權治理的狀態，中文古籍稱之為霸業。在國際體系建立霸權主宰秩序的主宰行為者，

英文稱為hegemon。為尊重過往中文對於hegemon 與hegemony的翻譯慣例，又為在本
文作一觀念區隔，本文的霸權指涉英文之hegemon，而hegemony則以霸權治理或霸業
一詞為代表（陳欣之 2010, 59）。又不同的國際關係典範，對於國際體系內掌握國際
體系權位優勢的強權，有不同的名詞指涉；例如權力轉移論稱為主宰國（dominant na-
tion）（Organski 1958, 364-367; Tammen et al., 2000, 6），領導長周期論名為體系主導
國（system leader）（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51-53），國際關係學者一般習用霸
權一詞。此三者的名稱雖異，都反映國際主導地位（leadership）的實質意義（陳欣之 
2010, 61-65）。為免讀者誤解並求行文簡潔，本文在敘述領導長周期論觀點時，採用
體系主導國一詞，但通篇以霸權一詞，指涉不同典範稱謂的國際體系主導國家。



 解析霸權應對崛起強權策略—美中兩強在關鍵新興科技之權力競爭的理論啟示　3

中國的經濟規模與國家軍事支出數額，尚未與美國並駕齊驅。世界銀

行（World Bank）資料顯示，中國的GDP大約是美國的70%左右（請參見圖

1），雖然中國經濟正迎頭趕上，但是與美國仍有差距。日本經濟研究中心

（The 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JCER）於2019年預測，中國將於

2030年超越美國的GDP規模，成為全球第一大市場（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2019, 1）。但它於2022年改口，認為受到美國出口管制（export 

control）措施，中國COVID-19清零限制，以及中國內部產業條件的影響，中

國在21世紀中葉前，將無法如中共政權期待，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Japan Center for Economic Research 2022）。

圖1　美國與中國的GDP變化（2017∼2022年）

左軸：兆美元（當期價格 current price）；右軸：百分比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23。

12.31 
13.89 14.27 14.68 

17.82 17.96 19.47 20.53 21.38 21.06 23.31 

25.46 63.22% 
67.65% 66.74% 69.70% 76.44% 70.54% 

0.0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0

5

10

15

20

25

30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中國GDP 美國GDP 中／美GDP百分比 



4　問題與研究　第63卷第1期

圖2　美國與中國的軍費支出變化（2017∼2022年）

左軸：億美元（2021年美元固定價格）（2021 US $ constant price）；右軸：百分比

資料來源：SIPRI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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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6）。科技改變國際體系的遊戲規則，它是推動國際體系變革的關鍵因

素（Weiss 2015, 415-417）。掌握關鍵新興科技，將增益國家科技領先地位，

開發、設計、管理與使用關鍵新興科技，產出契合國家政治價值的實際利益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2022a, 1）。國家軍事力量的高低消

長，取決於軍事化新興技術創新的能力；其次，科技創新滋養根本性的國家經

濟成長；第三，科技創新與突破，是衡量國家間權力競爭與國際地位爭雄的量

測指標；最後，科技創新成果是國家活力的象徵（CSIS 2019, 1）。科技進步

發展，將定義21世紀的地緣政治格局（White House 2022d）。

本文將從領導長周期論的視角，勾勒科技創新對於霸權維繫其全球主導地

位的重要性，提出霸權面對崛起強權科技創新追趕挑戰的分析架構。本文將據

此解析冷戰時期美國回應蘇聯地緣戰略與日本科技創新威脅的不同面貌，辨識

美國為延緩中國科技創新追趕速度，在關鍵新興尖端科技領域，所採取的出口

管制、自強自固、阻絕圍堵與吸融匯濟等四種策略，並分析美國所遭遇的挑戰

與契機。本文發現，延宕中國科技創新步伐的出口管制效果並不顯著，未來美

國能否掌握科技創新網絡關鍵結點，爭取盟邦協力，提振美國本土的科技創新

成就，將是美國約制中國內部權力成長動能，永續霸業層級體系的重大挑戰。

本文期待能透過新的分析視角，提昇吾人對霸權應對崛起強權科技創新追趕策

略樣態的整體性理解，補充科技創新因素在強權權力競逐所發揮的作用與意

義。

貳、科技創新優勢與霸權主導地位

一、科技創新決定霸權的主導優勢

領導長周期論主張，霸權掌握主導領域（leading sectors）的科技創新優

勢，塑成全球體系主導地位（system leadership）（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75-74; Thompson 2022, 28-29）。權力轉移論與霸權論主張，霸權擁

有以人口數額與GDP為代表的能力優勢（Keohane 1984, 34; Gilpin 1981, 29; 

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85-86; Tammen et al., 2000, 8-9）。領導長周期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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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權力轉移論以數量規模評估國家能力的靜態看法，忽視科技創新與產業革

命提升國家能力品質與規模的影響，更未能掌握全球能力分配流動的動態變遷

走向（Rapkin and Thompson 2003, 321-325）。晚近發現，國家能力的躍升，

尤其是國家經濟成長發展，並不是各種資本（capital）的累積投入，而是科技

創新從根本上激振經濟成長潛力的結果（Lee et al., 2021, 1）。領導長周期論

提出另一種霸權分析視角，界定霸權是在全球規模上，壟斷技術創新、主導

領域、全球經濟與全球軍事投射能力（global reach）的體系主導國（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52-53; Thompson 2020, 85; Thompson 2022, 22-44）。

領導長周期論發現，公元十世紀後，擁有科技創新優勢，運用新能源驅動

經濟成長發展，同時掌握全球軍事投射能力優勢的國家，成為全球體系主導國

（Thompson and Zakhirova 2018, 3-11; Thompson 2020, 18-19; Thompson 2022, 

22-44）。宋代中國在公元十世紀時，曾是領先其他國家的科技創新領導國，

但由於未能建立全球經貿優勢，掌握新能源，因此當時的中國，並未主宰全球

體系（Thompson and Zakhirova 2018, 5）。不過，宋朝的許多創新概念，傳遞

到歐洲，激發爾後的歐洲工業化發展（Thompson 2022, 11）。全球政治經濟

體系自宋朝後，先後有熱那亞（Genova）、威尼斯、葡萄牙與荷蘭成為全球

經濟領導國。16世紀後，英國主導工業革命發明蒸汽機與鐵路，繼之美國在石

油與電力，汽車與大規模生產，航太科技以及資訊科技等主導領域，成為壟斷

科技創新、經貿經濟、新式能源與全球軍事投射能力的體系主導國（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14-208; Thompson and Zakhirova 2018, 125-178; Thompson 

2022, 24）。

科技創新塑成國家權力的不均等成長，擴大國家權力的落差，建構全球

權力分配與國際地位差序。權力轉移論與霸權論認為，國際社會的不均等成

長法則，導致全球權力分配的消長（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63; Gilpin 1981, 

230）。受益於相對快速經濟成長，能力出眾的崛起國家，因不滿意守成霸權

（status quo hegemon）的既有國際秩序，與守成霸權發生權力競爭，最終爆發

霸權戰爭（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23; Gilpin 1981, 197-200）。領導長周期

理論，直接追溯國家能力不均等成長的根源，認為科技創新才是左右全球霸權

起伏的關鍵變數（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116-118）。科技創新成效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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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影響國家能力消長，引發國際體系權力分配轉移，以及霸權主導地位的挪

移。科技創新涉及國家的資源分配、制度設計與價值體系，更關係內國與國際

政治經濟體制塑成等各種決策，因此科技創新本身，存在高度的政治性特質，

它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發展課題（Taylor 2016, 294-295）。

體系主導國壟斷科技創新，佔據主導領域制高點，廣泛應用新科技於經

貿生產，運用價廉且可靠的新能源推進經濟發展，擁有全球軍事投射能力

（Thompson and Zakhirova 2018, 256; Thompson 2022, 22-36）。科技創新，

催生新的主導產業與新一波的生產型態，徹底改變商業暨工業生產，推動國

家產業與經濟增長，使該國成為全球經濟的主導國家（Thompson 1990, 203; 

Thompson 2000, 9）。首先，科技創新促成新一波的經濟發展，作為全球創新

的先驅者，體系主導國領先群倫進行經濟革新，壟斷創新科技暨其應用，創造

豐厚的利潤，吸引內外投資；再者，壟斷創新使體系主導國擁有全球先進貨

品貿易暨生產體系的高佔比地位（Thompson 2022, 25-28; Rennstich 2002, 151-

153）。除此之外，技術創新促成的經濟成長，需要廉價、可靠且豐沛的新能

源，方能推動永續的經濟活動成長（Thompson and Zakhirova 2018, 3-9）。最

後，高品質而且規模宏大的經濟主導地位，使體系主導國擁有更多的財政資

源，建立壟斷性的全球軍事投射能力，掌控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保

護體系主導國在全球政治與經濟的主宰地位。海權是觀察全球軍事投射能力的

重要指標，海權在21世紀仍然十分重要，但能否控制空權與太空，已是當前觀

察全球軍事投射能力的重要面向（Thompson 2008, 64; Thompson 2022, 33）。

領導長周期論界定，體系主導國壟斷全球科技創新的國際體系，是一

個國際層級體系（hierarchical system）（Thompson 2022, 75-78）。體系主

導國，位居為國際體系他者所肯認（recognition）的國際主導地位（Larson 

and Shevchenko 2019, 3; Thompson 2022, 8），掌握為各方所肯認的特權

（prerogative）（Murray 2019, 58-63; Renshon 2017, 33）。位居國際地位差序

的最高位階，霸權擁有宰制他者的結構權力（structural power），得影響何者

獲取全球經濟的福祉（Strange 1988, 45），決定生產什麼、由誰生產、為誰生

產、用何種方法生產，以及依據何種條件生產（Strange 1988, 62），霸權可以

管制他者的資源取得成本，左右他者的能力成長幅度。冷戰時期，美國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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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御從屬國的軍事、經濟暨政治制度，強化美國在所謂自由陣營的領導地位

（Gilpin 1981, 139）。美國成為從屬國軍事安全的保護者，政治制度的典範，

提供從屬國發展經濟的資本、原料暨市場，它是促進從屬國經濟成長的主要推

手，擁有支配從屬國的正當性權威（Lake 1996, 25）。長期仰賴霸權恩惠鼻息

以求存發展的從屬國，幾乎難以脫離霸權領導治下的結構權力束縛，除非另闢

創新蹊徑超越霸權的科技創新領先，否則難有另謀他路的選擇。

二、科技創新、全球領導周期與霸業興衰

領導長周期論認為，體系主導國興衰、全球經濟繁榮成長波期，以及全

球戰爭（global war），三者存在周期性關係（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52-53）。領導長周期論發現，全球體系在每一周期將出現兩波經濟成長與

一次全球戰爭；發生全球戰爭前，崛起強權的科技創新，推動第一次的K波

（Kondratiev Wave）經濟成長，2
全球戰爭結束後，在新的體系主導國推動

下，全球進入第二次的K波經濟成長期（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111-

117; Thompson 2020, 996），全球體系重複創新—戰爭—創新—衰落的周期

（Thompson 2022, 27-28）。

全球體系領導周期，反映體系主導國興衰（Goldstein 1985; Modelski 

1987; 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Thies and Sobek 2010; Thompson 2020）。

體系主導國之主導地位，歷經全球戰爭（Global War）→世界強權（World 

Power）→去正當性（Delegitimation）→去中心化（Deconcentration）等四個

由盛而衰的衰敗階段。如果從後繼主導國的視角而論，則上述各階段，分別

對應後繼體系主導國的總體決策（Macrodecision）→執行（Execution）→議

程設定（Agenda-setting）→聯盟構建（Coalition-building）等四個崛起學習

階段（Modelski 1987, 66-67; 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53-55; Thompson 

2 K波是康德拉季耶夫長波（Kondratiev waves）的簡稱。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
tiev）在20世紀初發現，經濟發展將歷經繁榮、衰退、蕭條、回升等四個階段所構成的
50∼60年周期性規律，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闡述，科技創新是造成K波周期起
伏的主因。K波理論是科技創新與經濟學常提到的概念，現今已有豐富的發現（Free-
man and Louçã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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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7-8）。全球戰爭／總體決策是全球政治、經濟與軍事秩序重整的階

段，它涉及處理全球總體問題的方案，代表事件為全球戰爭，舊秩序因此結

束，後起新秀承繼體系主導國地位（Modelski 1987, 67）。此階段涉及新舊

體系主導國偏好的成敗（Thompson 2022, 45），塑成新任體系主導國的身份

認同（Thompson 2000, 8）。取勝全球戰爭後，體系主導國在世界強權／執

行階段，臻致全球經濟成長與政軍領導力的頂峰（Thompson 2000, 8），運

用其優勢資源與地位，構建並會同各方執行新的治理制度，營造新的全球秩

序（Modelski 1987, 67）。進入去正當性／議程設定階段，守成霸權操作的

全球領導治理制度，在此階段已無法處理全球問題，遭遇體系領導力下降，

國際秩序挑戰叢生等考驗（Modelski 1987, 66; 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53; Thompson 2000, 8; Thompson 2022, 44）。去中心性／聯盟建構階段，守

成霸權與崛起強權就不同國際秩序走向、體系主導地位與全球發展模式，進

行激烈的競爭（Thompson 2000, 8）。崛起強權動員資源，樹立全球軍事投

射能力，構建新的同盟群體（Modelski 1987, 66-67）。此階段內，崛起挑戰

國與守成霸權分別提出解決全球問題方策，是否為各方肯認且具備正當性

（legitimacy），是兩造組建聯盟成敗的關鍵（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55）。領導長周期論推估，美國霸權領導目前正處於由2000年開始之去中心

性階段，發展至2030年之全球戰爭的過渡期（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8; 

Thompson 2000, 8-11; Thompson 2020, 15; Thompson 2022, 45）。此種預測，呼

應國際社會正面臨的全球權力分配轉移（Goldstein 2020），自由國際秩序崩

解（Cooley and Nexon 2020; Mearsheimer 2019; Ikenberry 2020），以及人工智

慧、量子運算與新能源研發等重大變革（Cummings et. al., 2018）。然而，領

導長周期論雖勾勒國際體系領導地位的興衰起伏周期，可是並沒有明確地描述

在遭遇權力分配、國際制度秩序暨新興科技變革等三重挑戰的情況下，霸權應

對崛起強權的具體行為策略。

科技創新是塑成全球體系主導國的根本關鍵，發生於非霸權國的創新活

動，造成該國的快速經濟成長，改變全球政治經濟實踐，動搖國際體系的層級

秩序。崛起強權在多重領域的快速興起，例如追趕霸權的關鍵新興科技創新，

經濟競爭力快速成長，全球軍事投射能力的持續壯大，將引起守成霸權的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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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焦慮（status anxiety），導致兩者激烈的權力競爭（Onea 2014）。

霸權面對多方崛起的挑戰。二次世界大戰前，英國霸權同時面對美國與德

國的科技創新挑戰（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57; Thompson 2020, 63）。

冷戰時期，美國先後面對蘇聯（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USSR）的

地緣政治威脅，以及日本的科技創新追趕（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218-

222）。霸權失去尖端科技創新優勢，意謂失去先進高附加價值產業競爭力，

霸權將被排除於全球高附加價值市場之外，流失高薪工作人力，引發霸權尖端

產業的全面崩解，激化霸權的國家安全風險（Clay and Atkinson 2022, 4）。失

去全球領先經濟體地位的衰落霸權，體系領導力衰微，將在激烈的全球衝突

後，為新一代科技創新崛起強權所取代。

不過，全球領導周期並不是一個霸權必然衰敗的線性歷程，霸權如果能

夠掌握新時代的關鍵新興科技，引領新一波的科技創新，將活化霸權的全球

主導地位，邁入另一波的領導周期（Thompson 2006, 5; Thompson 2020, 145-

146），產出霸權中興的效果。權力轉移論認為霸權無法扭轉權力衰敗宿命，

霸權與崛起強權之間的物質權力消長變化樣態，只有崛起強權超越衰落霸權

的路徑（Gilpin 1981; Kugler and Organski 1989; 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它強調霸權戰爭的必然性（Gilpin 1981, 186-205; Organski and Kugler 1980, 

206），排斥霸權採取各種方策，成功維持主導優勢的潛能與可行性。歷史實

踐證明，如果能在下一代的關鍵新興科技再創科技創新高峰，霸權可以克服

崛起強權的挑戰，延續霸業。英國於17世紀以美亞貿易（Amerasian trade）

取得主導地位，再度於19世紀初期以產業革命創新，延續英國的霸權主導地

位。美國在20世紀初期，以電力、汽車與航空等科技創新，榮登全球霸權大

位（Modelski and Thompson 1996, 8; Rasler and Thompson 2000, 305; Rennstich 

2002, 150-182; Thompson 2020, 15）。1970∼1990年代，美國以資訊科技創新

優勢，克服科技創新衰頹，勝出蘇聯與日本的科技創新追趕，延續政治、經濟

暨軍事主導地位，鞏護霸業（Rennstich 2002, 167-173）。



12　問題與研究　第63卷第1期

參、霸權回應崛起強權科技創新追趕的對策

一、科技知識外溢對後進國家的加持與限制

由於關鍵新興科技創新的跨越門檻很高，科技創新後進國，無法一蹴即成

地追趕或是超越霸權的科技創新優勢，需要受益科技先進國的科技知識轉移或

是科技外溢（technology spill-over），並經內部各類資本投入，方能有成。

經濟發展，國家威望，國家安全，與國際地位等回報效益，鼓勵國家投身

科技創新。國家進行科技創新的首要原因，是改善國家在全球經濟的市場競

爭力，提高獲利，從低階的資本投入成長模式，提升至創新經濟成長模式。

20世紀末葉日本、台灣與南韓的經濟成長，均可歸功於政府與企業合作進行

科技創新的結果（Kim 1997）。再者，科技創新成就，可以提升國際地位，

振興國家威望與形象。蘇聯於1957年10月4日成功發射全球第一枚人造衛星史

普尼克1號（Sputnik 1），史普尼克震撼摧折美國威望，撼動美國科技領先優

勢地位，提升蘇聯的全球強權形象（Mieczkowski 2013）。美國為挽救航太

火箭技術落後於蘇聯的負面形象，投注大量資源啟動登月計畫，重振霸權主

導地位的象徵性資本（symbolic capital）（Musgrave and Nexon 2018, 593）。

其次，國家啟動國家機器，推動科技研發與科技創新，改善因為科技落後所

產生的國家不安全風險。蘇聯領導人史達林（Joseph Stalin）在1931年表明，

蘇聯處於落後就要被挨打的國際環境，要求舉國努力提高科技研發（Milner 

and Solstad 2021, 552）。最後，為他國宰制的屈辱經驗，放大國際無政府狀態

（anarchy）的安全恐懼，為免於重演過往的歷史悲劇，國家試圖彰顯科技創

新成就，激發民族自信與自豪，提高國民集體士氣，證明崛起強權晉階更高國

際地位的必然性與合理性（Barnhart 2020, 40）。

先進國對後進國的出口貿易，內向暨外向外國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以及人力資本流動、科學論文、專利授權、技術會議、工

業間諜等直接非實體國際外溢（direct disembodied international spillovers），

組成科技知識的國際外溢途徑（Lee 2006, 2076-2078）。後進國進口先進科技

產品，運用技術交流、模仿與演示（demonstration），以及競爭效應，提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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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技術水準（Coe and Helpman 1995, 875; Feng and Li 2021, 291）。霸權對

後進國的直接投資，向後進國移轉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放大演示與模仿效

應，後進國因此增加研發資金投入，提高技術與生產力，積累科技外溢，提升

創新品質（Feng and Li 2021, 293; Ascani, Balland, and Morrison 2020, 399）。

後進國循外向FDI管道併購科技先進國（霸權）企業，可以從被投資併購的子

公司或研發機構，獲得更先進的技術與經驗（Van Pottelsberghe de la Potterie 

and Lichtenberg 2001, 490-497; Piperopoulos, Wu, and Wang 2018, 232-233）。最

後，直接引進科技先進國的科技人力資源，利用授權生產，學術參訪或交流諮

詢，都可以強化後進國的科技能力。例如台灣天弓飛彈導引系統的行波管研發

一直未能成功，最後是邀請美國專家到中山科學研究院參訪，消化美國專家口

頭指點，才有具體突破（張力、周素鳳 2022, 145）。空氣動力專家錢學森於

1955年由美國返回中國，主持中國的彈道飛彈研製暨太空事業發展，是中國

受益直接非實體科技外溢，躋身全球航太國家的重要例證。

國際體系一般國家，都落後霸權的科技水準。後進國發展科技創新，大多

只能在某些個別領域，結合政府、財閥、教育、出口政策、技術轉移、研究發

展、社會文化體系與私營部門的整體配合（Kim 1997, 194），從模仿起步，

透過技術轉移等途徑，學習、複製或是採取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

方式，進行初級的仿製，爾後進入優化產品成本或是表現的創造性模仿

（creative imitation）階段，最後才有能力進行研發設計開發的創新階段（Kim 

1997）。

受制先天的內部資本限制，以及先進國（霸權）刻意塑造的知識轉移障

礙，科技落後國家的科技創新追趕，將遭遇諸多的限制。後進國追趕霸權科技

創新優勢，需要滿足某些特定條件，例如國家主導角色，保護知識產權，提

供經費補貼科技研究發展，強化國家教育體系，拓展研究型大學，開放參與

全球市場等內部政策（Taylor 2016, 69-100）。後進國的研發資本與研發人員

投入、產業結構、教育暨政府支持，將影響它吸收國際科技外溢的良窳程度

（Feng and Li 2021, 293）。再者，科技先進國可能因為政治考量，限制科技

外溢到後進國的內容與深度。中國於1953年與蘇聯簽署《中蘇科學技術合作

協定》，兩造於1957年簽署《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蘇聯承諾向中國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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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軍民先進科技。但是雙方關係破裂後，蘇聯於1959年單方終止《中蘇國

防新技術協定》，更於1960年撤回專家顧問，取消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數學模

型與技術資料，使中國的國防科技研發與民生經濟發展，遭遇重大的挫折（張

柏春、張久春、姚芳 2005, 85）。美國在1980年代管制台灣研發IDF戰機，任

何有關戰機研發與生產的美方協助，均需事先呈報美國政府核准，另外尚有

IDF的航程不能超過F-5E，對地攻擊能力不可超過F-16的性能限制條件（華錫

鈞 1999, 232）。

二、霸權維持科技創新優勢的策略類型與效能

維持霸權的科技創新優勢，是霸權永固全球主導地位的策略目標。無論面

對霸權的地緣政治敵對挑戰國，或是霸權的同盟扈從國，霸權都意圖維持不對

稱的關鍵科技創新優勢，俾能壟斷關鍵科技創新研發，永續主宰他者的霸業秩

序。霸權與崛起強權的權力競爭，乃是何者擁有科技創新優勢，何者具備超群

的關鍵新興科技寶貴屬性，爭奪國際主導地位頂峰位階，與宰制關係的尊卑從

屬之爭。

面對崛起強權爭奪關鍵新興科技創新制高點的挑戰，霸權可以武器化它在

全球安全、生產、金融與知識等四種領域所處的軸心節點（nodes），施展霸

權的結構權力，限制或扼殺其他國家的通路（Strange 1988, 30-31; Farrell and 

Newman 2019, 51），管控關鍵新興科技外溢的流向與流量，壟斷關鍵新興科

技創新研發的全球資源。首先，關鍵新興科技外溢到崛起強權的幅度，將決定

崛起強權追趕霸權科技優勢的速度與規模。再者，霸權吸引全球知識暨資本，

轉移到霸權本土的程度，將左右霸權取得關鍵新興科技創新優勢的資源多寡。

於是，霸權將有很強的動機，在維持科技創新優勢的大戰略目標下，管制時代

性關鍵新興科技外溢的流向與流動內容，限制崛起強權經由國際貿易、FDI與

直接非實體國際外溢途徑，取得研發關鍵新興科技的人力與資金技術等物質資

本。同時，霸權會採用各種政策手段，吸引各種研發資本大量流入霸權，塑成

霸權的關鍵新興科技創新優勢。

科技外溢途徑，衍生霸權應對崛起強權科技創新追趕的策略型式。科技創

新的產出來源，分別有國家內部來源，或是吸引他者資源以匯濟本國的外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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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總。相應的，為維持關鍵新興科技創新優勢，存在積極的激勵途徑，以及

消極的阻斷途徑。結合上述科技創新產出來源，以及維持優勢的內外途徑，產

生出口管制、自強自固、阻絕圍堵與吸融匯濟等四種策略（請參見表2）。它

們是霸權維持全球科技創新主導地位，應對對手科技追趕的戰略舉措。霸權應

對崛起強權創新挑戰的政策產出，可能採取混合型式，同時反映上述四項對策

特質，不宜為刻意區別經濟與軍事的割裂視角所限，誤失觀察霸權護持主導地

位的整體面貌。

表2　霸權維持全球科技創新主導地位策略類型

 科技創新屬性來源

維持優勢途徑 
內部 外部

阻斷對手創新成長 出口管制 阻絕圍堵

激勵霸權創新成長 自強自固 吸融匯濟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出口管制是阻斷對手取得硬體設備、軟體知識與資源，限制對手的國家實

力成長規模與速度（Mastanduno 1988, 125-126），儘可能地延緩或是遲滯對

手取得提振其武器系統或是經濟成長的尖端科技（Bucy 1980, 150），以經濟

暨外交損失為代價，換取國家安全回報（Kline and Hwang 2021, 4），削弱對

手能力暨國際地位屬性。冷戰時期，美國結合盟國，成立出口管制協調委員

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Multilateral Export Controls, CoCom），管制盟

國向共產主義國家的戰略物資暨技術出口，是阻斷對手科技創新與權力成長

的重要標記（Førland 1991）。出口管制策略可發揮三種作用，首先是削弱競

爭對手的整體國力與軍事力量的經濟戰（economic warfare）作用，管制對手

取得科技訣竅（know-how）知識，防止對手突破技術瓶頸（bottleneck），壯

大整體國力（Mastanduno 1985, 509）。防止對手取得直接助益其軍事力量資

材的戰略禁運（strategic embargo），構成第二種作用。最後，出口管制可發

揮外交戰術連結（tactical linkage）作用，管理出口管制的寬緊幅度，作為一

種獎懲機制，影響對手的行為（Mastanduno 1985, 506-516）。霸權的盟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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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霸權獨斷的出口管制措施，雖或有不滿與異議，但受制於霸權的結構權

力，迫於美國的長臂管轄（long-arm jurisdiction）制裁利器，亦不得不配合

霸權的要求，配合約制崛起強權（Mastanduno 1991, 105-106）。擁有科技優

勢，是施展出口管制策略的前提，它意謂制裁方，掌握被制裁方需求的瓶頸物

件（Mastanduno 1985, 509），反之，一旦被制裁方透過自力研發或是第三方

管道取得此種瓶頸科技軟硬體，就失去繼續實施出口管制政策的意義，更是

出口管制策略的失敗。出口管制策略的效能，受到霸權單邊的官僚協調良莠

（United State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 2006），出口管制國際複邊或多邊制

度化協作（Casey 2023），盟邦的配合（Colbourn 2020; Wrubel 1989），以及

受制裁方的科技自主創新決心（Førland 1993）等因素的影響。出口管制策略

同時可能傷害制裁國產業的長期競爭力，使第三方受益，激發受制裁方的自主

創新努力（Hwang and Weinstein 2022, 5-8）。

自強自固是霸權採取特定方策，促進基礎科學研究與教育品質，全面提

升霸權的軍事、經濟與科技創新實力，它是霸權面對挑戰時所採取的內部

抗衡措施（Waltz 1979, 118）。霸權促進科技創新的自強自固策略，旨在支

持基礎研究，開發與傳播通用技術，發展對科技創新至關重要的某些經濟部

門，以及強化基礎設施（Freeman and Soete 1997, 372）。美國創立國家科學

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1958年成立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

署（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NASA）與國防部下轄的國

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DARPA），

1956年通過在十年內建造66,000公里高速公路的《州際公路法》（Interstate 

Highway Act）基礎設施，形成矽谷科研聚落，都是冷戰時期美國強化美國科

技創新優勢（Atkinson 2020, 4），取勝蘇聯的自強自固策略成就。自強自固策

略意謂霸權需進行行政、教育、文化、經濟、基礎設施、制度等各項革命，俾

使霸權永續地作為當代的科技、軍事、經濟先進國家（Onea 2021, 57-58）。

阻絕圍堵是阻止挑戰者的科技創新擴張（X 1947, 575），阻絕對手獲

得（acquiring）、調動（moving）、轉換（converting）關鍵資源，贏取科

技創新優勢（Bell, Autry, and Griffis 2015, 90）。霸權可以採取遲滯、轉向

（divert）、擾亂與摧毀等四種方法，阻絕對手進行關鍵新興科技創新。遲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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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成挑戰國科技創新所需稀缺或關鍵物料的供應短缺，防止對手進入科技創

新研發市場；例如與特定物料供應方簽訂長期供應契約，壟斷某種物料供應，

或是制定某種關鍵新興科技的技術標準，製造專有技術的存取控制系統，都是

製造新興科技創新進入障礙的遲滯方法（OECD 2006, 130）。盟軍在二次大

戰時期破壞德國的重水供應鏈，遲滯德國的原子彈研發進程，是著名的阻絕對

手科技研發案例。轉向是移轉挑戰國之科技創新至其他研發方向，導致挑戰國

放棄原有科技創新目標（Bell, Autry, and Griffis 2015, 90）；美國在1980年代

提出戰略防禦計劃（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導致蘇聯轉移寶貴資源，

防禦尚是空中樓閣的天基打擊系統，深化蘇聯的權力競逐劣勢，造成轉向效果

（Westwick 2008, 977）。霸權買斷特定科技創新所需的產能或材料，擾亂挑

戰國的供應鏈，亦可達到阻絕圍堵挑戰者的科技創新的效果（Bell, Autry and 

Griffis 2015, 90），例如掠奪性超買（predatory overbuying）就是一種擾亂方

法，它可以限制挑戰國進入關鍵新興科技創新競賽，提升對手的投入成本，或

是減少挑戰國的科技創新產出（Salop 2005, 675-684）。阻止他國向中國出售

特定規格的精密半導體生產設備，就是一種擾亂式的阻絕圍堵策略。最後，霸

權永久掌控特定科技創新的關鍵網絡節點，或使其資源網絡過時或無用，構成

摧毀挑戰國科技創新的最後一種方法（Bell, Autry, and Griffis 2015, 90）。尖

端科技創新網絡的核心樞紐位置，允許霸權制定全球議程，阻絕圍堵他者科技

創新發展（Slaughter 2009, 95）。反之，如果只掌握部份或有限的節點，將削

弱霸權阻絕圍堵崛起強權科技創新的成效。

吸融匯濟是霸權透過外部方式，將原屬他者的資源，吸納轉移為霸權所

用，以強化霸權的科技創新規模與品質。霸權可以透過補貼等各種市場誘因，

吸收外部資源到霸權本土，或是組成國家間策略聯盟，研發關鍵新興科技知

識與成品，分擔龐大的技術研發成本、降低風險，產出具有競爭力的科技創

新成果，掌握關鍵資源交換的主導地位，鞏固競爭優勢（Glaister and Buckley 

1996, 304-308）。霸權與從屬國所締結的不對稱結盟，意謂霸權付出政治、經

濟與軍事成本，保護從屬國的生存安全，干預從屬國內政（Morrow 1991, 929-

930）。相對地，霸權轉移從屬國的資源與知識，至霸權本土，提振霸權的關

鍵新興科技研發成效與產出，成為吸融匯濟策略的核心內涵。霸權擁有的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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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發生馬太效應，產生高效的誘因，吸融盟邦資源秉賦，供養霸權的自固

自強資源（Descamps, Ke, and Page 2022）。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美國開發

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Manhattan Project），就是吸融英國與加拿大貢獻的成

果（Lee 2022）。

肆、冷戰時期美國應對科技創新追趕的實踐

一、美國約制地緣政治對手蘇聯

冷戰時期的美蘇兩極，組建隔絕對手的軍事同盟、政治、經濟、金融封

閉集團，全面的地緣政治與軍事競逐，不時發生兩極對抗的代理戰爭（proxy 

war），核戰恐懼籠罩國際社會（Leffler and Westad 2010）。高度的地緣政治

與軍事對立，造成美國與蘇聯的相對經貿獨立狀態。以1984年為例，蘇聯市

場只佔美國當年出口額的1.5%，總額不過35億美元，美國自蘇聯的進口額，

僅是全部進口額的0.2%（Becker 1987, 1-2）。經貿脫鉤的環境，便利美國以

國家安全大纛，向蘇聯實施出口管制。兩造在個自集團內採用整合盟邦資源的

吸融匯濟策略，使冷戰成為兩大集團的內部抗衡對決。蘇聯的軍事規模雖可匹

敵美國，但是經濟發展卻相對落後，蘇聯的軍工學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academic complex）規模十分龐大，將資源與人力集中到航空、航太與核能等

特定項目，成就斐然但範圍卻相對狹窄，科技研究與一般工業互不結合，更阻

礙蘇聯在電腦計算機與資訊科技的發展（O’Riordan 2023, 281）。回顧冷戰時

代的美蘇相對國力變化，可以發現美國日益向上勃興，蘇聯則是日趨相對衰微

（Ford 2023, 465）。

敵對抗衡關係，放大霸權挑戰國的關鍵科技領域創新追趕威脅。挑戰國

如果爭奪全球地緣政治勢力範圍，且在關鍵新興科技領域有凌駕霸權的可

能，將成為霸權的主要競爭對手。全球冷戰時代，美國國會在審議馬歇爾計

劃（Marshall Plan）的《經濟合作法》（Economic Cooperation Act of 1948）

時，要求防止共產主義國家獲得美國產品（Cain 2005, 132），構成對蘇聯

集團出口管制濫觴。1949年美國成立北大西洋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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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NATO），修改《出口管制法》（Export Control Act of 1949），

使美國擁有管轄第三國法人出口敏感貨品的域外管轄權（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Silverstone 1959）。接著於1950年成立出口管制協調委員會，

結合歐洲盟邦與日本，組建多邊出口管制機制，限制對蘇聯暨中國大陸等共產

國家的科技轉移。1950年代末期蘇聯在太空科技屢有突破，警示蘇聯的洲際

彈道飛彈技術，或有超越美國的可能，科技落後於蘇聯的安全風險，逼使美國

於1958年成立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與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強化美國家

科學基金會效能，投入更多的資源，研發先進科技（Kay 2013, 125-127）。

美國付出經濟與外交代價，運作對蘇聯的出口管制政策，但它是否有效

遲滯蘇聯的尖端科技創新與軍事力量發展，由於缺乏具體且有說服力的評估

模型，其有效性尚有歧義（Casey 2023, 6）。美國政府在1960年代發現，出

口管制策略並無法有效限縮蘇聯軍事成長，出口管制逐步成為與蘇聯進行外

交討價還價的象徵性工具（Dobson 2010）。此外，蘇聯仍能夠透過美國政府

出版品、科學交流與間諜活動等多種合法與非法手段，取得美國的科技情報

（Plousadis 1983, 562-567）。再者，蘇聯武器系統的研發思路與美國大相逕

庭，強調運用可靠而非尖端科技，發展可擊敗美國的軍事力量（MacKenzie 

1988, 7-8）。最後，盟國雖同意運用出口管制策略以維持軍事優勢，但未必認

同美國限制軍民兩用貨品出口的嚴格立場，美國不時要懲處向蘇聯違規出口管

制物件的盟邦，或是勸說盟邦順應美國的出口管制策略，為此動用極大的資

源，鞏固美國的領導力，維繫盟邦團結（Wrubel 1989）。美國對蘇聯的出口

管制歷程顯示，儘管霸權做出最大努力，實質很難防阻有企圖心的對手，利用

各種管道取得先進科技資材（Kline and Hwang 2021, 4）。

美國鼓勵全面科技創新的自強自固策略，是科技創新領先蘇聯的利器。美

國組建軍事—工業—學術複合體（Leslie 1993），激勵美國的整體科技創新動

能。美國政府機關提供龐大資金補貼，由研究型大學執行各種先進科技研究，

滿足美國國防需求，滋養美國在微波電子、高速運算、雷射、慣性導引系統、

航空、核工程、高能與固態物理以及材料科學的科技創新領先地位（Leslie 

1993）。這些研究成果，促成美國矽谷的電子與電腦科技創新，發展為網際

網路與搜尋引擎演算法商機，引領全球進入新一波的科技創新（Ka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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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相對地，未能將軍事科技研發成果轉換為經濟創新動能的蘇聯，成為

全球經濟體系虛有其表的低發展強權（Underdeveloped Superpower）（Luke 

1985），在1991年退出冷戰權力競逐。

二、美國約制盟邦日本科技創新追趕

冷戰時期，美國扶持西歐國家與日本經濟復興，成為圍堵蘇聯共產勢力擴

張的重要支柱（Mastanduno 1991, 81）。可是西歐國家與日本，在原有的科技

研發基礎上，受益於美國對外投資的科技知識轉移，逐漸成為美國傳統產業的

挑戰國。1960到1990年代，日本從勞力密集產業轉型為資本密集與技術密集

產業，大量具有價格競爭優勢的日本產品出口美國市場，造成美國貿易逆差數

額逐年升高，美日經貿摩擦衝突，從初期的紡織品、鋼鐵與彩色電視品項，

到1980年代擴大到汽車與半導體領域。美國依據《1974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301條款，指責日本以不公平貿易方式，向美國市場傾銷汽車，由

美國貿易代表署（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啟動調查程序，

並與日本政府進行貿易諮商與談判。日本政府在歷次美日不公平貿易諮商談判

中，一再退讓，同意採取自願限制出口措施（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限

制日製汽車出口美國數量，在日本政府鼓勵下，日資汽車業為規避美國傾銷

調查，大規模到美國與海外投資設廠，加速日本汽車業的國際化腳步（Kawai 

and Urata 2012, 232-233）。美國的301條款施壓，引發美國是否轉向貿易保護

主義，毀棄自由貿易原則的疑慮（Dunn 1987, 226-225）。

日本雖是霸權扈從夥伴國，但它在半導體等戰略關鍵科技創新的追趕進

步，觸及霸權維持全球主導地位的敏感逆鱗。對映蘇聯與美國處於政治、軍事

與經貿對立的極端脫鉤狀態，日本與美國的緊密卻不對稱的互動關係，使日

本幾乎難有抗拒美國強制策略（coercive strategies）的空間。第一，當時美國

主宰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

並未建構具法律約束力的爭端解決機制，使日本必需直接面對美國的經貿談

判壓力，而沒有求助國際制度的解決空間。再者，日本半導體產業所構成的

強烈競爭威脅，使美國朝野與受衝擊的進出口業者團結一致，共同強硬反擊

日本（Zeng 2004, 127-167），日本難以獲得美國內部產業界，或是其他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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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的奧援。第三，美國向來不吝使用經貿強制手段應對美國安全夥伴，

日本與美國的安全盟邦關係，無法阻止美國使用強制策略或是武器化互賴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等手段，壓迫日本讓步（Drezner 2021, 8; Zeng 

2004, 2-3）。第四，日本與美國表面上是經貿互賴關係，實際上日本處於單方

依賴美國市場的劣勢；1985年日本出口額的36%是銷往美國市場，日本主要出

口貨品高度集中美國市場的出口市場依賴，成為美日不對稱貿易的主要特徵，

是日本受制於美國高壓貿易談判的弱點（Lincoln 1990, 33-37）。最後，當時

日本的經濟結構對全球經濟互賴十分敏感，美國卻享有不受制於經濟互賴的政

策彈性，允許美國採取不合作策略，迫使對手向美國開放市場，使日本處於美

國政策追隨者的劣勢地位（Hallett 1987, 392）。

美國組合自強自固、阻絕圍堵與吸融匯濟等策略，約制日本對美國科技

創新的威脅。首先，美國阻絕圍堵日本的關鍵新興科技發展，打擊日本的半

導體與航太產業。美國商務部於1983年評估，飛機製造、航太、電腦硬體與

軟體、半導體、光纖、機器人、生物科技暨製藥等尖端科技領域，美國只有

在飛機製造與航太領域享有絕對領先優勢，其他領域都遭遇日本的嚴苛挑戰

（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 1983, 14-15）。1985年，日本在全球半導體

的市場佔有率，已接近美國（Okada 2006, 39）。同年，美國就日本製造的動

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ynamic random-access memory, DRAM）啟動301反傾銷

調查，雙方於1986年7月31日達成美日半導體協議（U.S.-Japan Semiconductor 

Arrangement），日本允諾對美製半導體開放市場，去除日本對美國與第三國

市場的半導體傾銷行為（Dallmeyer 1989, 182-195）。日本政府承諾，協助

美製半導體進入日本市場，協議生效後五年內，美製半導體在日本市場佔有

率，應達到20%（Dallmeyer 1989, 196）。此外，依據美國設定的公平市場價

格（Fair Market Value, FMV），日本政府承諾監督對美出口產品的成本與價

格，美國政府擁有隨時啟動反傾銷調查的權力（Dallmeyer 1989, 195-196）。

1987年，美國以外資半導體產品進入日本市場不充分，以及日製半導體產品

在第三國傾銷為由，指責日本沒有遵守美日半導體協議，對筆記型電腦等產

品，徵收總值達3億美元的100%懲罰性關稅（Dallmeyer 1989, 200-204）。

1987年，美國以危害國家安全為由，禁止日本富士通公司（Fujitsu）收購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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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體電路的美國仙童（Fairchild）半導體公司，阻止日本取得美國先進的半導

體技術（Yoffie 1992, 209-210）。日本收購美國先進科技企業的憂慮，激勵美

國於1988年通過《綜合貿易與競爭法》（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 of 1988），緊縮外國對美國投資的國安審查強度，修改《國防生產法》

（Defense Production Act）第721條，授權美國總統調查對國家安全有影響的

外國投資，並可暫停或終止併購交易（Kang 1997, 322-324）。在美國的多重

打壓下，日製半導體全球佔有率逐步下降（Okada 2006, 39），日本目前已不

是全球半導體設計與製造的領先國家。

再者，美國採取吸融匯濟策略，強制取得日本的先進科技創新成果。

1980年代，日本改變由美國授權製造美國戰機的慣例，啟動獨力研發下一代

FS-X戰機計畫，美國憂慮此舉將影響美國的長期航空科技優勢與安全地位

（Lorell 1995, 4-5），強制日本改變為美日合作研發方式，以美國F-16戰機為

設計藍本，取代舊有的日本獨力研發方案（Lorell 1995, 129-318）。在合作過

程中，美國以取得日本先進軍民兩用技術為政策目標（Lorell 1995, 9-48），

嚴格審查向日本釋放的F-16資訊，要求以無償且自動回流（free and automatic 

flowback）方式，取得日本領先的複合材料與陣列雷達等先進技術（Lorell 

1995, 319-356）。事後美國檢討，日本仍從FS-X戰機合作計畫，學習研製先

進戰機的整套流程經驗（Lorell 1995, 373），但時至今日，日本的軍民航空

產業，遠未能與美國匹敵。美國採取相對受益（relative gains）強勢經貿政

策，壓抑日本FS-X戰機與自主衛星的科技創新自主性（Mastanduno 1991, 84-

108），成為霸權在關鍵科技領域，約制盟國關鍵科技創新，限制尖端科技外

溢，奪取盟邦科技創新成果的最佳例證。

最後，美國採取自強自固手段，釋放軍用科技研發成果，補貼美國企業科

技創新，以有力的政府支持，強化美國原有的民間科技創新潛力，使美國擺

脫日本的半導體挑戰，引領全球進入新一波的數位科技創新發展階段。美國於

1980年制定《科技創新法》（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 of 1980），1986年修

訂為《聯邦科技轉移法》（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Act of 1986），授權美

國政府運營實驗室，得與其他機構、私營公司、非營利組織或大學，簽訂合

作研究協議，允許美國公司進行科技創新整合，利用美國國家研究單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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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設施、設備、知識產權與其他資源，轉移美國政府科技創新成果至民間

企業（Okada 2006, 56）。1987年，美國政府與美國芯片製造商暨相關業者，

組成半導體製造技術聯盟（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以下簡

稱：SEMATECH），由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每年提供1億美元補貼，共持續

五年。SEMATECH的目標是使美國企業重獲競爭力，抵抗來自日本半導體的

挑戰。SEMATECH，發展半導體與設備製造商之間的水平合作關係，標準化

生產設備，降低設備開發成本，提出國家科技發展路徑圖（national technology 

road map），將研發產製重點，從與日本競爭的DRAM，轉向研發制造大型

積體電路，以及超大積體電路的微處理器（Okada 2006, 59），拉大與日本

半導體的技術創新優勢。美國產業界創新半導體的設計與生產分離概念，制

定規格標準，重塑創新生態系統（Ecosystem），改造半導體產業的全球價值

鏈分工（Kuan and West 2023; Malkin and He 2023）。冷戰結束後，美國克林

頓（William J. Clinton）政府更致力資訊技術革命，將軍民兩用技術轉移私

營企業，促進關鍵暨通用軍民兩用技術、先進國防相關製造技術、高性能電

腦通訊、敏捷製造（agile manufacturing）與小型企業創新研究（Okada 2006, 

63）。日本長於製程創新，但是基礎研究相對落後，加上採取資源配置失當的

無效產業政策（Noland 2007, 260），終難敵美國自強自固的科技創新優勢。

伍、美國回應中國關鍵技術創新威脅

一、中國追趕美國關鍵新興技術創新的態勢

中國與美國存在糾結的經貿關係。全球化過程造成全球貿易額從自2001

年的6.14兆美元，成長到2022年的24.71兆美元（WTO 2023），中國亦從國際

貿易邊陲，轉型為全球第一大貨品出口國。美國是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

但中國對美國市場的依賴度，遠低於1980年代的日本；2021年中國向美國出

口5,771億美元，美國市場只是中國總出口額的17.16%（WITS 2023）。相對

地，中國是連接東亞國家與美國暨全球其他地域的全球價值鏈重要樞紐結點

（Solingen 2021, 5），美國雖仍是全球服務供應鏈的核心，但中國已經取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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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與美國，成為亞洲、北美與南美的製造供應鏈樞紐（Alvarez et al., 2021, 21-

23）。中國在全球製造價值鏈的地位，遠高於1980年代的日本，中國可以透過

全球緊密聯結的產業鏈網絡，以直接或間接方式，取得各種尖端技術知識，美

國如果試圖全面切割與中國經貿互動，將會重創美國甚至全球經濟發展。

中國意圖改變地緣政治勢力範圍，同時追趕美國霸權的科技創新優勢，中

國對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的威脅強度，已超出冷戰時期蘇聯與日本的總合。中

國強化在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周邊海域的軍事投射存在，改變印太區域地緣戰略

態勢。中國海軍正快速現代化，中國海軍的艦艇數量可能將於2030年超越美

國，成為美國的嚴苛地緣戰略挑戰（O’Rourke 2023, 2-10）。拜登政府評估，

美國傳統製造業的工業基礎被掏空，美國的半導體與基礎設施等重要部門，亦

相對萎縮（White House 2023b），但中國已經融入國際經濟秩序，它以不公

平的競爭方式，繼續對鋼鐵等傳統工業，以及清潔能源、數位基礎設施暨先進

生物技術等關鍵新興科技領域，進行大規模補貼，削弱美國在涉及未來之關

鍵新興技術創新的競爭力（White House 2023b）。在人工智慧、致命自主武

器（lethal autonomous weapons）、高超音速武器（hypersonic weapons）、定

向能量武器（directed energy weapons）、生物技術與量子科技等六項新興軍事

技術，美軍仍保持整體的領先優勢，但中國與俄羅斯亦有長足進步，而且中國

已領先美國部署核彈頭高超音速武器，可能影響全球核武態勢，值得美國關切

（Sayler 2022, 12-15）。以超級電腦為例，美國雖長期採取出口管制措施限制

中國的超級電腦研製能力，但歷經三十年的努力，中國採用全部自研自製軟硬

體生產的最新一代超級電腦，運算能力可能已凌駕美國現役最先進的「前沿」

（Frontier）超級電腦性能（Morgan 2023; Zhang 2023），奠定中國科技創新的

軍事化應用基礎。

中國就關鍵新興科技研發領域的快速追趕，引發美國是否能永續全球主

導地位的憂慮。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NSTC），於2022年更新《國家關鍵與新興技術清單》，將先進運

算、先進工程材料、先進燃氣渦輪發動機技術、先進製造、先進網路傳感與特

徵管理、先進核能技術、人工智慧、通訊與網路技術、定向能量、金融科技、

人機界面、超音速、量子資訊技術、可再生能源的生產與儲存、半導體與微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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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以及太空技術與系統等18種科技品項，以及相應的次品項，列為國家關鍵

與新興技術（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2022b）。中共總書記習

近平矢志，加快實現高水準科技自立自強，完善科技創新體系，加快實施創新

驅動發展戰略，俾能在2050年前，建設中國成為綜合國力與國際影響力領先

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華網 2022）。中國自豪在載人航太、探月工程、

深海工程、超級運算、量子資訊、高鐵、大飛機製造等領域，取得重大科技

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2021, 2）。中國規畫在2035年

前，針對人工智慧、量子通訊、積體電路、生命健康、腦科學、生物育種、空

天科技與深地深海等8個尖端領域，實施前瞻性且戰略性國家重大科技研發計

畫，全面塑造發展優勢（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2021, 11）。

中國更記取蘇聯的教訓，深化軍民科技協同創新，在海洋、空天、網路空間、

生物、新能源、人工智慧、量子科技等領域軍民統籌發展，推動軍民科研設施

資源分享，推進軍民科研成果雙向轉化應用與重點產業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2021, 133）。

美國的經濟規模與軍事力量，仍維持相對於中國的優勢，但是中國追

趕美國關鍵新興科技的野心態勢，令美國十分不安。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

（National Science Board）統計2010至2019年的科技表現，發現美國雖位居

全球研發支出的首位，以6,560億美元的規模，占全球研發經費總額的27%，

但中國以5,260億美元緊追在後，佔有全球研發經費總額的22%，而第三名的

日本，其科技研發支出總額只有全球的7%，其他如德國、韓國、法國、印度

與英國，亦只在6%至2%之間（National Science Board 2022, 14-15）。相對於

美國科技研發經費的逐年縮減，中國則有迎頭趕上的強烈企圖心。2010年到

2019年間，中國投入科技研發的經費年增率約為10.6%，遠超過美國的5.4%，

導致美國在全球研發數額的比重，從2010年的29%，下降到2019年的27%，

中國的比重，則從15%上升到22%（National Science Board 2022, 15）。美國

政府對科技研發的支持更是逐年下降，美國政府資助的科技研發案，從2010

年佔全美研發案總額的31%，在十年間下降到2019年的21%（National Science 

Board 2022, 19）。更有甚者，美國在科學、技術、工程與數學之勞動力的

20%為外裔群體，大多數在美國工作的電腦科學家與工程師，都是出生於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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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其中絕大部份來自印度與中國（National Science Board 2022, 3）。

省察全球發表的有審查科技期刊論文數量與品質，美國的科技研發表

現，被中國緊緊追趕。2000至2018年有審查科技期刊論文的被引用率指數，

美國以1.8位居全球首位，中國在同一時期的被引用率，則從0.4增加到1.2

（National Science Board 2022, 23）。美國的科技期刊論文出版總數，僅位

居全球科技期刊論文總數的16%，落後中國的23%（National Science Board 

2022, 23）。日本文部省於2022年發佈的統計報告指出，中國在自然科學領

域發表的期刊論文總數、前1%頂尖期刊論文數，與前10%期刊論文數等三項

指標，均超出美國而位居世界第一（文部科學省 2022, 8）。中國期刊論文雖

存在顯著的自我引用「俱樂部現象」（clubbing）（Tang, Shapira, and Youtie 

2015），可是中國確有顯著的進步，美國的整體表現仍然領先中國，但已面

臨嚴苛的挑戰（Clay and Atkinson 2022, 68）。美國國務院出資委託澳洲戰

略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以下簡稱：ASPI）的研究報

告，披露美國科技研發落後中國的危機。ASPI排序全球關鍵新興科技的研發

進度，它以先進材料與製造（advanced materials and manufacturing），人工

智慧、運算與通訊（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mputing and communications），

能源與環境（energy and environment），量子，生物技術、基因技術與疫苗

（biotechnology, gene technology and vaccines），感測、即時與導航（sensing, 

timing and navigation），以及國防、太空、機器人與交通（defence, space, 

robotics and transportation）等七大領域，分類為44項關鍵新興技術。ASPI發

現，中國超越美國佔據其中37項的技術領先地位，美國只在高性能運算（high 

performance computing）、先進積體電路設計與製造（advanced 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 and fabrication）、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量子運算（quantum computing）、疫苗與醫療對策（vaccines and medical 

countermeasures）、小衛星（small satellites）與太空發射系統（space launch 

systems）等七項，獨佔鰲頭，但中國亦緊追在後（Gaida et al., 2023, 8）。以

先進航空發動機項目為例，中國發表的高影響力研究文獻，是美國的四倍，反

映中國在研製暨部署高超音速飛彈的領先地位（Gaida et al., 2023, 3）。

面對中國，白宮於2020年10月發布《關鍵新興技術國家戰略》（National 



 解析霸權應對崛起強權策略—美中兩強在關鍵新興科技之權力競爭的理論啟示　27

Strategy for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強調未來美國的科技研發，

須以國家安全為前提，誓言美國將作為科技領導者，常居科技領先地位，以確

保美國的國家安全與經濟繁榮（White House 2020, 3）。美國拜登政府於2022

年發佈《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認定中國是唯一有企

圖而且具備經濟、外交、軍事暨技術等力量，威脅美國霸業秩序的競爭對手

（White House 2022b, 23），拜登政府宣示，將確保新興科技效力美國的民主

與安全，而不是成為抗衡美國利益的工具（White House 2022d）。

應對中國領先關鍵技術研發的危機，美國混合運用出口管制、自強自固、

阻絕圍堵與吸融匯濟等四種策略，試圖重振美國權位優勢，與崛起中國進行全

面性的全球主宰權位競爭。首先，美國拜登政府界定，中國是一個具有非凡觸

角、影響力與野心的全球競爭對手（Blinken 2022）。美國拜登政府體認，中

國尋求主導未來的技術與產業，快速實現軍事現代化，試圖打造一支具有全球

影響力的頂級戰鬥力量，中國更有將印太區域納入中國勢力範圍，成為世界領

先大國的企圖心（Blinken 2022）。再者，面對來勢洶洶的中國崛起，美國的

主宰權位優勢，已面臨急迫挑戰。美國拜登府評估，未來十年，將是美國能否

塑造中國之外部戰略環境，促成美國主宰國際體系願景的關鍵時刻（Blinken 

2022）。第三，美國選定先進運算、生物技術與生物製造，以及清潔能源等

三大領域，作為護持美國科技創新領導地位的重點，認為它們是美國國力的

倍增器，更是美國國家安全的當務之急（White House 2022d）。最後，拜登

政府強調，提升美國的內部實力，才是取勝於美中兩強權位競爭的核心之道

（Blinken 2022）。

二、強化美國基礎實力的自固自強措施

強化美國核心實力的自固自強措施，構成拜登政府維繫全球主宰霸業，以

及與中國進行全面性權位競爭的亮點。美國拜登政府投注龐大資源，集中於

先進運算與清潔能源等二大領域，維持暨擴大美國的經濟與科技創新優勢，強

固美國的經濟與供應鏈韌性，力保美國主宰全球投射能力，提振美國的競爭優

勢。

第一，美國總統拜登於2021年11月15日，簽署《基礎建設投資與就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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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Jobs Act），計畫投資7,150億美元，現代化美國

的高速公路、港口、機場、鐵路與橋樑，電力設施與清潔用水，以及網路設

施，加速商品化進程，提高美國生產力，吸引更多企業赴美投資，創造更多的

美國土本就業機會，培育更多的美國工人，設計、製造與操作未來的先進技術

（White House 2021a）。

再者，拜登總統於2022年8月9日簽署生效《晶片與科學法》（CHIPS and 

Science Act），扶持美國本土半導體產業，強化美國半導體產業競爭力，促進

美國的半導體研究、開發與生產，確保美國在涉及汽車、家用電器到國防系

統等全球半導體領域之主導地位。《晶片與科學法》規模達2,800億美元，其

中提供527億美元，強化美國半導體研究、開發、製造與勞動力發展，豁免半

導體製造與相關設備資本支出的賦稅，稅務補貼金額高達240億美元（White 

House 2022a）。《晶片與科學法》授權，未來10年將撥款2,000億美元，促進

科學研究，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設立技術、創新與合作夥伴關係指導委員

會（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Partnerships, TIP），專注於半

導體與先進運算、先進通訊技術、先進能源技術、量子資訊技術與生物技術

等領域，加強研究暨技術的商業化，確保美國發明的東西在美國製造（White 

House 2022a）。《晶片與科學法》授權能源部科學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Department of Energy）暨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進行基礎與應用研究，維持美國在科學與

工程領域的主導地位（White House 2022a）。截至2023年，《晶片與科學法》

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各國企業，在美國進行數十個半導體投資設廠計畫，投資

總額超過2,000億美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2023, 4）。美國強

化半導體產業的自強自固措施，已初見成效。

三、美國的吸融匯濟措施

清潔能源綠色經濟是未來全球的經濟發展趨勢，美國為爭取經濟的永續

優勢地位，採取吸融匯濟措施，吸引外部資源到美國本土，強化美國清潔能

源綠色經濟實力。美國於2022年8月16日，生效《2022降低通膨法》（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該法案將投資3,690億美元，強化美國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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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安全與氣候應對實力。《2022降低通膨法》將以補貼措施，鼓勵國內外廠

商，在美國本土建立太陽能發電、風力發電、電池、電動汽車、氫能以及稀

土元素的產能（White House 2023a）。吸引外國資源的《2022降低通膨法》，

旨在強化美國在清潔能源綠色經濟的領先地位，但亦刺激歐盟與中國均提出

因應方策，鼓勵資源根留本土，應對美國的綠色經濟吸融匯濟措施。歐洲執

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於2023年初提出綠色新政產業計畫（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融資2,504億歐元，使歐洲產業的競爭力不會因外國不公平

補貼而受到損害（European Commission 2023）。

美國的《晶片與科學法》，亦發揮吸引他者資源的吸融匯濟作用。執全

球半導體製造業牛耳的台灣積體電路公司，於2022年宣布，將投資400億美

元，在美國鳳凰城建造3奈米晶圓廠。拜登總統贊許此舉，是美國強化半導體

供應鏈的重要成就（White House 2022c）。台積電或將成為《晶片與科學法》

390億美元激勵措施的受惠者，不過通過審查並接受美國資金支持的半導體公

司，取得補助後的十年內，將不得向相關國家，轉移重要的半導體製造技術

（Department of Commerce 2023, 4）。美國的吸融匯濟措施，是與高科技出口

管制措施互為輔助。

美國更推動國際合作，提升美國新興關鍵科技創新成就。2023年三月，

美國與英國暨澳洲達成AUKUS第二支柱（AUKUS Pillar II）協議，擴大三方

在人工智慧、高超音速飛彈與量子技術等先進能力的開發，俾能共享技術，

促進安全與國防相關科技、工業基礎與供應鏈的更深層整合（Brooke-Holland 

2023）。美國與印度兩國領袖於2023年6月22日宣佈，具體實踐「美印關鍵

和新興技術倡議」（U.S.-India initiative 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iCET），強化美印兩國在創新生態、國防科技、半導體、太空，人才培育與

下一代包括人工智慧、量子技術暨先進無線通訊等領域的合作。美國將支援印

度在半導體設計與製造，以及半導體製造生態系的發展，發揮互補優勢，培育

並利用印度的熟練勞動力，支持美光科技在印度投資設立先進封裝工廠，進行

美印6G通訊合作，建立美印聯合量子協調機制，深化新興科技創新聯合研究

合作（White House 2023d）。這些國際合作方案，都是補強美國先進科技創新

人力資源的重要助益。急於吸融他者技術卻吝於釋出美國資源，是美國吸融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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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政策的特徵。美國並未寬待親密盟邦取得美國的管制性技術，令英澳兩方對

執行AUKUS合作時懷挫折（Christianson, Monaghan and Cooke 2023）。美國

是否願意向盟邦釋放技術資訊，構成AUKUS與iCET合作效能的重大挑戰，但

吸融匯濟指向的國際合作，將補強美國科技創新人力資源，降低開發成本，拓

展應用市場，鋪陳美國創建多邊科技標準的基礎。

四、美國的出口管制與阻絕圍堵措施

拜登政府採取嚴格的出口管制措施，實施投資審查措施，阻止中國得到美

國的敏感技術、數據或關鍵基礎設施，損害美國供應鏈，主宰美國關鍵戰略領

域（key strategic sectors）（Blinken 2022）。美國的出口管制機制，原以規範

軍用相關科技暨貨品為主，但美國於2018年通過《出口管制改革法》（Export 

Control Reform Act, ECRA），將國家經濟安全，納入國家安全的管制範疇，

新增新興科技與基礎科技管制項目，由商務部（Department of Commerce）的

工業及安全局（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BIS），依據出口管制改革法，

擬訂「商業管制清單」（Commerce Control List, CCL），執行相關出口管制，

確保美國戰略技術領域的持續領先地位，保護美國國家安全、外交政策與經濟

目標（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2023）。

半導體是發展人工智慧與量子運算等尖端技術的基石，它因此成為涉及國

家安全的戰略性產業。半導體產業鏈突顯高度的全球分工互賴特性，令美國有

受制於他者經濟脅迫的不安。美國與中國是全球半導體的兩大最終用戶市場，

分別佔有全球25%的市場份額（Vadarajan, Goodrich, and Yinug 2021, 11）。美

國雖在半導體設計、電子設計自動化（Electronic Design Automation, EDA）與

核心智慧財產權等領域，享有領先地位，但並未享有全面的生產鏈主宰優勢。

荷蘭是製造先進半導體之極紫曝光設備的壟斷方，台灣暨南韓是量產全球先進

半導體的鉅子，中國是全球消費與工業半導體的最大出口國，主要輸出客戶是

美國（Vadarajan, Goodrich, and Yinug 2021; Ji, Nauta, and Powell 2023）。美國

政府發現，美國需求的先進半導體之生產原料暨製造商集中特定地域，本土

產能有限，美國主導的設計、材料及半導體設備企業之海外營收及客戶，又過

度集中於中國，使美國面臨先進半導體價值鏈的重大國安風險（White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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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b, 22-23）。美國並沒有全面掌握半導體產業鏈的關鍵結點，需要仰賴重

要盟友的配合，方能達成約制中國先進半導體研發進程的政策目標。

美國拜登採取系列措施，約制中國的先進半導體設計與製造能力。2019

年至2020年間，美國對中國的華為公司實施出口管制措施，要求全球所有

企業，必須得到美國商務部的允許，方能向華為公司出口採用美國軟體或技

術所生產的產品（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20）。美國於2022年8月

15日禁止出口涉及3奈米製程以下積體電路設計所需之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22a, 49981-49982）。接著於2022年10月7日

限制向中國出口製造14/16奈米邏輯晶片、18奈米DRAM，及128層快閃記憶體

的製造設備，管制先進晶片及超級電腦相關晶片出口，管制中國從美國進口先

進高效能運算晶片，約制中國發展人工智慧系統，開發暨維護超級電腦，提

升軍事武器系統效能；此項出口管制措施，更將中國的31家企業列入觀察名

單，必要時將考慮禁止出口（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22b）。此項出

口管制措施，更限制美國人，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協助中國研發及製造先進

晶片（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22b, 62187）。2023年8月9日，美國拜

登總統簽署行政命令，限制美國人暨法人實體投資中國的先進半導體、量子資

訊科技與人工智慧產業，同時要求美國人暨法人，就此三個領域，向美國政府

通報在中國的投資狀況（White House 2023c）。美國拜登政府在技術設備、人

才與資金投資等三個層次，完備限制中國先進半導體、人工智慧、以及量子科

技等尖端科技創新的單邊出口管制網絡。

美國延展單邊出口管制措施，轉換為集體的阻絕圍堵措施，試圖遲滯、

擾亂甚至摧毀中國先進晶片研製，維持美國的尖端科技優勢。2023年，在美

國壓力下，荷蘭與日本，對中國採取更嚴格的出口管制措施，組成斷絕中國

製造高階晶圓產能的圍堵網絡。荷蘭外貿部（Ministry for Foreign Trade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於2023年3月8日宣佈，將對先進半導體技術，實

施額外的出口管制措施，防止荷蘭商品被不良地使用於軍事部署或大規模殺

傷性武器，防止荷蘭陷入不良且長期的戰略依賴，維持荷蘭的技術領先地位

（Government of the Netherlands 2023）。荷蘭的艾司摩爾（ASML）公司是全

球晶片製造設備的翹楚，荷蘭加入美國阻絕圍堵中國先進半導體生產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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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中國半導體的未來發展，造成嚴重的衝擊。日本經濟產業省亦配合美國與荷

蘭的步調，將尖端半導體製造設備等23個品類，自2023年7月23日生效，追加

列入出口管制品項（經濟產業省 2023）。這些作為，都是美國結合夥伴，阻

絕圍堵中國開發14/16奈米以上先進半導體生產製程的具體成果。

美國對中國的出口管制與阻絕圍堵措施，隨著中國的科技進步而日趨嚴

苛，試圖約制中國商業化與軍事化先進科技創新的進程。華為公司於2023年

8月銷售Mate 60 Pro型智慧手機，配備由華為自主設計與開發，並由中芯國際

積體電路製造有限公司生產的7奈米製程「麒麟9000s」晶片。對照台積電在

2019年量產全球7奈米製程晶片，以及於2022年量產2奈米製程晶片的水準，

中國的本土晶片研制能力，約落後全球先進製程有2代4年之遙。不過華為生

產Mate 60 Pro型智慧手機的突破，突顯中國執行先進半導體產業鏈本土化的強

烈企圖，以及透過自力研制、累積存貨與精化現有半導體製造設備性能，突

破美國出口管制與阻絕圍堵措施的成果（Allen 2023）。美國政府隨即於2023

年10月25日擴大對中國出口先進晶片的管制範圍，將參與先進計算晶片開發

的中國壁仞科技及摩爾線程智慧科技等13個實體，列入禁止出口的實體清單

（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23a），調整晶片出口的管制門檻，限制美

國公司向中國出口每秒4,800兆次運算與頻寬每秒600吉位元組的人工智慧晶

片，更嚴格地限制中國取得先進半導體製造設備，將40多個其他國家納入出

口先進晶片出口許可範圍，防止中國輾轉由他國取得先進晶片（Government 

Publishing Office 2023b）。出口管制與阻絕圍堵措施只能一時延緩中國的科技

創新步伐，在中國投入巨額研發人力與資源進行自主研發，成功商品化5G通

訊聯結，透過官—軍—產—學—研複合協力，於量子與人工智慧領域緊追美國

研發腳步的情況下，未來美國如何強化出口管制執法效能，協調盟邦，管制全

球知識網絡流動，將是美國能否成功遲滯中國科技創新進程的重要挑戰。

陸、結論

中國正快速追趕美國的關鍵新興科技創新優勢。美國的經濟規模與軍事力

量，表面上雖享有一定的權位優勢，但是失去關鍵新興科技研發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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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可能導致的國際競爭潛能衰微，使美國陷入霸權地位焦慮的恐懼。永續關鍵

新興科技創新高峰，戮力物質權力優勢，鞏固國際地位以及維繫不對稱層級秩

序，是霸權的終極利益，它們驅動霸權，與崛起強權進行激烈的權力競爭。美

國在關鍵新興科技領域，結合出口管制、自強自固、阻絕圍堵與吸融匯濟等四

種策略，運用結構權力的加持，企圖振興美國經濟成長動能，約制崛起強權的

權位成長規模與步調，影響國際體系權力分配格局的走向與步伐，持續扭曲國

際無政府狀態的權力平衡機制，產出永續的主宰霸權層級權位優勢。

中國今日以超過冷戰時代的強度，威脅美國全球主導地位。過去蘇聯的科

技創新成果，限縮於軍事用途，低度發展的蘇聯經濟規模，無法為長期的強

權權力競逐提供豐厚的動能。嚴格的美國出口管制使蘇聯只能持續扭曲內部資

源，供養嚇阻戰略的蘇聯軍事武力，最終國力無以為繼，不得不退出與美國的

權力競逐。冷戰時期日本進行科技創新追趕，快速提振日本經濟競爭力。但是

美國對日本的安全保護屏障，卻成為美國約制日本科技創新的利器，日本甚至

被迫外溢科技創新成果，鞏固美國霸業。今日中國已融入且受益於全球自由開

放經濟體系，有足夠的資源能量，持續進行科技創新追趕，而沒有向美國奉

納科技創新成果的隱疾。中國軍民融合的創新追趕動能，倍增美國霸權的焦

慮不安。在融合改造中國的交往策略（engagement）失靈之後（Campbell and 

Ratner 2018; Mearsheimer 2021; Pillsbury 2015, 7; White House 2017, 25），美國

只能正面迎戰中國的關鍵新興科技創新追趕挑戰，與中國進行長期且全面的全

球權力競爭（Blinken 2022）。

現階段美中兩強均體認到科技創新對主宰國際領導地位的重要性，投注鉅

額資源暨人才，強化本國的整體國力。回顧冷戰的經驗，美國對中國所採取

的出口管制、自強自固、阻絕圍堵與吸融匯濟等四種策略，將是一個長期性措

施，它固然壯大美國進行長期競逐的實力，卻也剝奪其他國家永續發展的資

源，限縮國際社會地位流動的空間。冷戰與現階段美中權力競逐過程的實踐，

突顯出口管制與阻絕圍堵策略，只能發揮遲滯對手軍事科技進展的有限效能，

而未能全面阻斷對手的科技創新進程。相對地，深化自我實力的自強自固方策

與收納盟邦資源的吸融匯濟方法反映的內部抗衡，才是霸權鞏固並長期維持權

力優勢的根本要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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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係研究，多關注霸權與崛起強權物質權力消長變化的結局，相對

地，霸權如何維繫建立在科技創新優勢之上的全球主導地位，阻絕關鍵新興科

技創新外溢，提振內部科技創新實力，抑制崛起強權的權力成長空間，左右國

際體系相對權力消長變遷的研究議題，尚有極大的拓展空間。霸權更迭理論與

權力轉移論等論點，長於解釋霸權戰爭的爆發原因，但並未衍生出可操作的分

析架構，解析霸權應對崛起強權挑戰的政策特徵，以及這些霸權方策對於國際

體系權位分配狀態的影響。本文的初步發現，只是一個起點，未來值得各方投

入更多的心血，觀察國家內部權力成長途徑的具體效能，以及內部權力成長在

國際權力轉移過程中所發揮的具體效應。

美中權位競逐已深刻影響台灣的政經軍發展，概念化霸權應對崛起強權科

技創新追趕的分析架構，可以開拓國際關係學術研究視野，深化吾人探析霸權

與崛起強權之權位競爭的認識，滿足應對世局變化的實務需求。展望未來，霸

權壓抑崛起強權關鍵新興科技創新的具體策略成效，以及這些策略對霸業秩序

暨國際核心制度的影響，霸權扈從夥伴對於霸權維繫權位優勢的反應，以及崛

起強權的反制作為，尚有待持續且深入地系統地探索。

 （收件：112年3月16日，接受：112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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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zing Hegemon’s Strategies for Tackling 
with Rising Power-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from Observing the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on Critical 

Technologies

Hsin-chih 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to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pecific strategies employed by a hegemon in dealing with rising 

powers are a crucial aspect of understanding the power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aradigm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notion of the inevitable decline of hegemonic power, often disregarding 

the fact that a hegemon is a product of international-level effort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deline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maintaining global dominance for a hegemon 

with the leadership long cycles theory. It presen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amine how a hegemon addresses the challenge posed by rising powers 

aiming to catch up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analysis delves into the 

varied aspe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esponses to threats posed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Japan during the Cold War. It 

identifies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such as export controls, self-

strengthening, self-reinforcement, containment, and absorption, particularly 

in critical emerging high-tech sectors, in an effort to impede China’s progres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article concludes that the efficacy of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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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measures in stalling China’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is not 

substantial. Looking ahead, the abil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control crucial 

nodes i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network, rally support from its allies, and 

drive domestic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will pose a significant challenge to its 

sustained hegemony.

Keywords:  Hegemon, Rising Power, Leadership Long Cycle Theo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ritical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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